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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和谐主义

和谐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探讨——包括其真正的成就、其继承的形而上学资本，以及为何其成果无法在滋养它们的土壤枯竭后存续。本文隶属于探讨西方思想传统的“和谐的架构”及“Applied 和谐主义”系列。另见：基础, 自由与佛法, 共产主义与和谐主义.




成就

就其影响范围及其制度形式的持久性而言，自由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哲学。 从17世纪英格兰的起源，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完善，再到20世纪的全球扩张，自由主义构建了一套真正具有价值的政治架构：宪政政府、法治、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国家强制、三权分立、良心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作为合法权威的基础。这些绝非微不足道的成就。 它们代表着对真实人类免受真实暴政侵害的切实保障。任何失去这些保障的文明，都会立刻体会到其中的差异。《

和谐主义》并未否定这一成就。它对此予以致敬——进而提出了一个自由主义无法凭借自身资源回答的问题：这些价值为何重要？当孕育它们的形而上学根基被剥离后，又是什么维系着它们？





传承的资本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人的尊严、个人权利、道德平等、法治——并非源自自由主义理论本身。 它们承袭自自由主义之前的文明综合体：希腊哲学传统（理性灵魂、自然法、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城邦）以及基督教神学传统（上帝的形象、个体在神面前的绝对价值、区分世俗与精神权威——这为有限政府创造了概念空间）。

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约翰·洛克对此基础阐述得十分明确。他所阐明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权——根植于造物。 人类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杰作，没有任何世俗权威能够废除上帝所赐予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直接将这一点写入了法典：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并由“造物主”所赋予。在自由主义创立之初，自由权利的根基并非自由主义的。 它是神学的——源于一种形而上学传统，该传统认为人类是按照一位超越性的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因此拥有一种内在尊严，任何政治安排都无法授予或剥夺。

这就是自由主义三个世纪以来所汲取——同时也不断耗尽——的传承资本。

这种耗尽的轨迹遵循着一条精确的弧线。洛克的自然权利需要上帝作为其担保者。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功利主义以“最大化总体幸福”的原则取代了上帝——这一世俗基础看似既保留了自由主义的结论，又摒弃了形而上学的框架。但功利是一种计算，而非根基。 它无法为个体的不可侵犯性提供依据：如果折磨一个人能使总幸福最大化，功利主义在原则上并无异议。密尔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高层次快乐”与“低层次快乐”的区分——但这种区分恰恰暗中引入了功利主义理论试图消除的“目的论人类学”（即人具有某种本性，某些活动比其他活动更符合这种本性）。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代表了在不诉诸形而上学的条件下为自由主义原则奠定基础的最精妙尝试。 “无知之幕”（https://grokipedia.com/page/Veil_of_ignorance）——即理性主体在不知晓自身社会地位的情况下选择正义原则的思想实验——作为生成公平原则的工具，堪称精妙。 但它预设了其无法证明的前提：公平是一种价值，理性是伦理推理的正当方式，面纱后的人是其共识具有重要意义的那类存在。我们为何要关心假设中的理性主体会达成何种共识？因为他们是理性的？但在康德之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理性是工具性的——它计算达成目的的手段，却无法决定哪些目的值得追求。是因为他们是人吗？ 但“人”作为固有尊严承载者的概念，恰恰需要那种罗尔斯式程序主义本欲规避的形而上学人类学。

这一发展轨迹中的每一步——洛克、密尔、罗尔斯——都在保留自由主义善的同时，逐渐削弱了其根基。 这些价值虽存，却日益沦为习惯而非原则——如同文明的肌肉记忆，承袭自更早的形态，在孕育它们的形态已被正式摒弃后仍持续运作。这正是罗伯特·斯蒂芬·罗伯逊（基础）所描述的“靠残余运转”：概念在根基被抽离后仍能维持其形态一两代人，但已丧失约束力。失去形而上学根基的“人类尊严”便沦为一种情感。 缺乏本体论基础的“权利”便沦为法律惯例，任何足够强大的利益集团都能对其重新定义。缺乏共同人类学基础的“平等”则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原则，可以被填充任何内容——包括自由主义最初的缔造者们所无法认同的内容。





中立国家与核心的空缺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具决定性的创新在于中立国家——即政治权威不应推广任何特定的美好生活愿景，而应建立一个框架，使个人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理解。 这是自由主义对曾摧毁近代早期欧洲的宗教战争所作出的回应：若国家在终极问题——上帝、灵魂、善——上选边站队，它便会沦为神权政体，而神权政体必然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不如将终极问题从政治领域剔除，让个人在私下寻求答案。

这一直觉是正确的。但这一解决方案在结构上并不稳固。

一个对“何为美好生活”不持立场的国家，无法评估其自身制度是否服务于人类的繁荣。它可以优化程序——公平的流程、平等的准入、透明的治理——但无法追问这些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是否“善”，因为“善”恰恰是它已搁置一旁的范畴。 自由主义国家可以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却无需追问这种教育是否培养出睿智、有能力且价值观一致的人，还是仅仅造就了一批持有文凭的人。它可以保护言论自由，却无需追问充斥公共领域的言论究竟是提升还是贬损了社会。它可以保障追求幸福的权利，却无需对“幸福”的本质作出任何阐释——这意味着它不可避免地默认了市场的定义：幸福即偏好的满足，而偏好至高无上。

核心处的空缺并非偶然。这是自由主义奠基之举的结构性后果：将实质性的形而上学承诺从政治领域中剔除。 自由主义传统所称的“中立”，在“和谐主义者”（Harmonist）看来，不过是缺乏“Dharma”的委婉说法。真正的“中立”（和谐的架构）将“Dharma”置于核心——这并非神权统治的强加，而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承认：集体生活的每个维度要么与“Logos”保持一致，要么偏离它；而一个缺乏对事物真实秩序的共同取向的文明，终将被最愿意填补这一真空的利益集团所俘获。

这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中立的国家在放弃其核心地位后，逐渐被那些毫无顾忌的利益集团所掌控：金融体系、医药工业复合体、科技平台、资质认证机制。 它们各自用自己的“善”——利润、合规、参与、地位——填补了部分真空，而这些“善”从未接受过自由主义理论所要求的民主审议，因为自由主义理论早已宣称，国家无权裁决关于“善”的相互竞争的愿景。狐狸不仅是在看守鸡舍。从原则上讲，这座鸡舍的设计初衷就是没有看守人。





自主个体与缺失的人类学

自由主义的哲学人类学核心是“自主的理性个体”——一个能够自主形成偏好、做出选择并为自身生活承担责任的自我治理主体。这种人格观在历史上具有革命性：它反对依据出身分配身份的封建等级制度，反对将个人良知从属于制度权威的神学体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心灵的尊严与主权。

但自主的理性个体不过是一种哲学抽象，并非对人类实际存在状态的描述。人类生来便拥有身体——无论男女，体质各异，能量配置各不相同——而这些并非他们所选择。他们生于家庭、社群、语言和传统之中，在具备自主同意能力之前，这些环境便已塑造了他们。他们受欲望、恐惧以及理性思辨阈值之下运作的能量模式所驱使。 他们拥有精神维度——能量体、脉轮系统、法性取向——这些无法被“理性偏好”这一范畴所涵盖。自主的个体并非整个人类。它只是人类的一个能力——在第三与第六脉轮运作的理性-意志能力——从完整的架构中被抽离出来，却被当作整体来对待。

这种人类学上的简化催生了特定的政治病理。若个体是自主且能自我决定的，那么家庭、社区、传统、血脉——所有人类实际通过其成长、获得身份并传承智慧的结构——便都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它们不过是自主个体可随意加入或退出的团体。 这是第二层面的自由（做某事的自由——参见 自由与佛法）被泛化为一种社会本体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个体之间的契约，而任何未经选择的纽带都是潜在的强加。

其结果便是原子化。由自主个体构成的文明，是一个由彼此割裂的单元组成的文明——每个单元在理论上主权独立，在实践中却孤立无援。 孤独的流行、生育率的崩溃、代际传承的侵蚀、社区分裂为相邻陌生人的集合——这些并非自由主义实施的失败。它们是将自主个体视为基本单元、将自愿契约视为基本纽带的社会秩序的逻辑结果。和谐主义 的人类学提供了纠正：人类本质上是关系性的——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本性。 伴侣、家庭、社区、民族并非自主主体之间的契约。它们是本体论层面的存在形式——人类在此类结构中展现出那些在孤立状态下无法存在的潜能（参见《人际关系轮》及《民族国家与民族的架构》）。





无根之权

权利话语是自由主义最强大却也最脆弱的工具。其强大之处在于，它赋予个人针对权力的主张，且这些主张可通过法律强制执行。 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一旦神学根基被剔除，自由主义理论内部便无法对“权利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给出稳定的答案。

如果权利是天赋的——正如洛克和美国开国先贤所主张的那样，由造物主赋予——那么它们便植根于某种超越人类约定俗成的存在。但现代自由主义既抛弃了造物主，又保留了权利，这好比拆除了地基却指望建筑能漂浮起来。 若权利源于约定——由理性主体通过社会契约达成共识——那么其效力仅等同于契约本身，绝无超越。任何拥有足够权力者皆可重新谈判、推翻或直接无视契约。二十世纪的历史昭示了当约定性权利遭遇坚决反对时会发生什么：它们会消散，因为约定之下并无任何支撑使其得以维系。

若权利植根于人的尊严——即罗尔斯式康德式的解答——那么人的尊严本身必须有其根基。根基何在？在于理性？那么严重认知障碍者便无尊严可言。在于感知能力？那么尊严便与动物共享，而“享有权利的主体”的界限将随定义的变动而变动。 在于单纯作为人类这一事实？那么“人类”必须被定义——而这一定义恰恰需要那种自由主义程序主义试图规避的“人类学厚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试图在不诉诸形而上学的情况下为权利奠定基础，最终都会导致循环论证（权利根植于尊严，尊严根植于权利）或回归论证（每个基础都需要更深层的基础，而这一链条没有锚点）。

和谐主义提供了这一锚点。 人的尊严既非约定，亦非契约，更非感性偏好。它是一种本体论事实：每个个体都是“Logos”的独特体现，是“绝对者”的微观宇宙，拥有能量体、脉轮系统以及法性的的宗旨——这些既非任何政治安排所能赋予，亦无任何安排有权合法剥夺。 在和谐主义的理解中，权利源于这一本体论现实——它们是文明必须维持的政治条件，以确保人类的法（Dharma）发展得以在不受强制阻碍的情况下进行。 良心自由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与Logos的关系具有不可还原的个体性——没有任何机构能横亘于灵魂与其自身对齐之间。身体完整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身体是意识的殿堂——它是多维存在体的物理维度，其发展需要一个主权的容器。财产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物质管理是“轮”的支柱——人类需要一个物质基础，以此在世间运作。

这些权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利。它们是结构性的——它们源于《和谐主义》（和谐主义）所描述的人类本体论架构。它们在自由主义意义上也并非绝对的：它们受制于“善治”（Dharma）。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不延伸至用蓄意虚假信息毒害“认知公地”（epistemic commons）的权利，因为“善治”要求对“善治原则”（Logos）的忠诚，而系统性掩盖现实的言论并非自由的行使，而是对自由的腐败（参见 标志与语言）。 财产权并不延伸至无管理责任的积累权，因为物质支柱的核心在于管理责任——即物质资源是受托持有而非绝对拥有的原则。脱离Dharma的权利将成为欲望的工具。缺乏权利的Dharma则会沦为暴政。和谐主义架构兼顾二者：权利作为结构性保护，Dharma作为赋予这些保护以目的与界限的秩序原则。





自由主义所无法看见的

自由主义最深层的局限不在于它犯了什么错，而在于它无法看见什么。它的视野仅校准于现实的单一层面——集体生活的政治、法律与经济表层——而在这一层面内，它确实展现出了真正的智慧。但因其形而上学的承诺所限，它无法感知表层之下的深度：那些从底层塑造政治生活的能量、心理与精神维度。

自由主义对治理的分析关注的是制度、程序、激励机制，以及其中理性主体的行为。它无法看到“和谐主义”（和谐主义）所称的“能量体”（存在状态）——即一个人能量体的当前状态，以及决定其行为源于恐惧、野心、爱还是清明洞见的脉轮动态。然而，正是这种存在状态，比任何制度都更能决定权力实际上是如何被行使的。 一个由主要在第一和第二脉轮（生存与反应性欲望）层面运作的公民组成的民主社会，无论其宪法设计得多么精妙，都会催生出以恐惧和欲望为驱动的政治。一个成员主要在第四脉轮（心脏，即自我利益与世界利益开始交汇之处）运作的社群，几乎无论其正式政治结构如何，都会形成合作性的治理。内在塑造外在。 自由主义因忽视内在，每当外在失灵时便总是大感意外。

这就是为何自由主义社会尽管拥有精巧的制度设计，却呈现出一种典型模式：制度在创立后的一个或两代人内运转良好——此时创始人的内在纪律、道德严肃性以及共同的形而上学遗产仍赋予制度以生机——随后随着内在资本被消耗却未得到补充，制度便逐渐衰败。 法治沦为监管俘获。言论自由沦为注意力工程。民主商议沦为利益集团间的表演性冲突。制度虽存，但曾赋予其生命力的精神已然消逝——因为自由主义缺乏培育这种精神的机制。它能设计激励结构，却无法孕育灵魂。





和谐主义的替代方案

和谐主义 并不主张用神权政治、技术官僚体制，或是强制推行某种特定善的中央集权国家来取代自由主义。它提出了一种更具结构性的方案：承认自由主义的善——自由、尊严、权利、法治——是真实存在的且值得维护，但它们需要一种自由主义本身无法提供的根基。 这一根基即“人类中心主义”（Dharma）——即在人类尺度上与“人类中心”（Logos）保持一致——这并非自上而下强加的政治纲领，而是由内而外培育出的共同取向。

“人类中心主义”体系（和谐的架构）将自由主义的真正成就融入更全面的架构之中。治理是七大支柱之一——必要但非充分，宝贵但非至高无上。 自由主义对有限政府、权力制衡及个人权利保护的坚持得以保留——并非因为自由主义是正确的政治哲学，而是因为这些机制通过防止阻碍个人发展的强制性权力集中，从而服务于“人本主义”（Dharma）。该架构所增添的，正是自由主义所缺乏的核心：将“人本主义”（Dharma）作为衡量所有七大支柱——生计、管理、治理、社区、教育、生态、文化——的持续标准。

其实际意义在于：和谐主义社群并未放弃自由主义的保障，而是为其奠定了根基。良心自由的权利得以保留——并因认识到良心是个人领悟“Logos”的认知能力而得到深化。财产权得以保留——并受“Stewardship”原则的约束。法治得以保留——并因认识到法律在最佳状态下是“Dharma”的政治表达，而非仅仅是权力安排的成文法，而有了明确的方向。

“和谐主义”所摒弃的，正是自由主义的空洞——那种对“何为美好生活”的刻意中立，那种拒绝承认某些人类发展形式比其他形式更贴近现实的态度，以及那种假装文明可以在缺乏对“真实”的共同取向的情况下繁荣发展的伪装。 自由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为个人自由开辟了空间。其最大的失败在于拒绝阐明这种自由的终极目的。《和谐之架构》（自由与佛法）给出了答案：自由是与自身最深层本性相契合的能力，并借由这种本性与宇宙秩序相契合。 《和谐的架构》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种文明：它为这种契合创造了空间，并培育了使其成为可能的内在条件。它并非自由主义的敌人，而是自由主义曾竭力追求却无法仅凭自身资源所达成的目标。



另见：基础, 《西方的裂痕》, 道德倒置, 资本主义与和谐主义, 全球主义精英, 民族主义与和谐主义, 金融架构, 自由与佛法, 共产主义与和谐主义, 后结构主义与和谐主义, 唯物主义与调和主义, 女权主义与和谐主义, 保守主义与调和主义, 存在主义与调和主义, 治理, 民族国家与民族的架构, 社会正义, 和谐的架构, 和谐主义, Logos, 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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